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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与企业家时间配置：

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


钟粤俊　梁　超

内容提要：企业家才能及其优化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撤县设区有利于

促进市场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鲜有研究关注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集聚效应

对企业家微观经营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撤县设区如何影响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并

基于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１）撤县设区后企业家的生产经
营活动时间增加，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减少，改革对整个城市范围存在外溢效应；

（２）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显著减少了企业的寻租和摊派支出；（３）大城市的改革效应更大，
与市中心距离越远的县改区的正向效应越弱，反映出集聚效应的重要性。本文认为符合

集聚规律的县改区有助于促进企业家才能向生产经营活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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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企业家才能在不同用途间的优化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企业家人才在创新等生

产性活动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分配差异，是不同国家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Ｂａｕｍｏｌ，
１９９０；Ｍｕｒｐｈｙ等，１９９１）。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向市场部
门、从国有向民营部门的再配置（张维迎，２０１０；张维迎、王勇，２０１９）。文献中往往以创新、创业活
动来度量企业家精神（吴晓瑜等，２０１４），人力资本在跨部门、跨行业的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受
到学者的关注（Ｈｓｉｅｈ等，２０１９；袁志刚、解栋栋，２０１１；李世刚、尹恒，２０１４，２０１７）。但是，经济学文
献对企业内部的微观治理，尤其是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关注较少。企业家如何将有限的时间配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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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中，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运转，也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宏观政策变革的影响。因此，研究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对理解当前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行政区划调整成为适应城市化进程、

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包括撤县设区和撤县设市改革。①

关于撤县设区改革，有很多文献讨论其对人口集聚（唐为、王媛，２０１５）、企业融资约束和出口行为
（卢盛峰、陈思霞，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资源配置（唐为，２０１９ｂ）、经济增长的影响（邵
朝对等，２０１８）。本文研究撤县设区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家经营管理等行为，撤县设区作为行政上集
权的改革，可能通过以下方面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撤县设区改革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

减少跨行政区的资源误配（唐为，２０１９ｂ），并引发城市扩张和人口集聚（唐为、王媛，２０１５），更容易
发挥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王贤彬、谢小平，２０１２）。既有研究发
现，集聚会改变个体的工作行为，例如，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和 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８）研究城市集聚与劳动者工作时长
的关系发现，集聚经济下由于竞争的增加，高技能人群的工作时间会随之延长。Ｆｒａｎｃｉｓ等（２０１６）
研究城市集聚效应对企业 ＣＥＯ工作的影响发现，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使 ＣＥＯ工作竞争更加激烈，企
业也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薪酬来补偿 ＣＥＯ的努力工作。因此，本文认为撤县设区可以通过集聚效
应影响企业家的工作时间配置，增加他们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工作时间。其次，撤县设区弱化了

原县级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和支出责任，部分审批权限的上收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

的偏袒（卢盛峰、陈思霞，２０１６），甚至会减少企业出口（卢盛峰、陈思霞，２０１７）。这种管理权限的上
收不仅弱化了原县级政府与企业的关联，也带来更高层面的治理水平，从而优化当地营商环境。

更好的营商环境下企业主的公关招待时间也会减少，从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日常经营管

理上。

作为经济活动和产出的主要载体和场所，本文从微观管理的视角研究撤县设区对企业家时间

配置的影响。基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开始的撤县设区改革，利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研究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民营企业家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使辖区内
民营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上的时间分配显著增加，在公关、招待上的时间配置显著减少。换言

之，撤县设区使企业家将更多的时间从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上。通过变更处理组和控

制组样本，本文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对本地市内企业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且对改革区县企业的影

响较本地市非改革县市企业的影响更强。进一步地，文章从企业和行业层面分析发现，撤县设区

使辖区内营商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具体表现为：民营企业面临来自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摊派费用和

寻租费用显著下降；管制类行业的企业在改革中受影响更大。文章进一步排除了可能伴随改革同

步发生的政治晋升和财政转移支付变化等竞争性假说的干扰。最后，动态效应和平行趋势检验说

明双重差分设定的可靠性，以及改革效果的持续性。异质性考察显示，大城市的撤县设区效果更

明显，且距离市辖区较近（１９公里范围以内）的县改区才有显著的影响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在
于，合理调整城市行政规划，打破区域分割带来的要素流动障碍，充分发挥集聚规模效应，可以改

善地区营商环境并增加民营企业的生产性活动行为，减少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有助于建立

“亲”“清”型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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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者将县或县级市直接变成市辖区的一部分，意味着市区范围的直接扩大；后者意味着部分经济管制职能的分权（唐为，

２０１９ａ；刘晨晖、陈长石，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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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既有研究相比，本文有如下三个边际贡献。其一，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关注企业家群体

的时间配置，深入企业内部考察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因素。其二，研究对象不同，本文的研

究对象是民营企业家，宏观上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产出和就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民营企业家行为的研究并不多。其三，研究关注行政区划调整

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厘清此关系有助于理解行政区划调整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逻辑

机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企业家行为，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的

干扰。

二、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经历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变化。①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撤县
设市逐渐兴起并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达到顶峰。有学者研究发现撤县设市并未带来显著的经济
增长效应（Ｆａｎ等，２０１２），中央也在 １９９７年停止了撤县设市改革。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城市扩张的欲望和动力依然存在，撤县设区成为各级城市缓解土地资源约束、扩大城市边界的

重要手段。

撤县设区是将地级市管理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最早的撤县设区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但作
为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手段则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撤县设区一般是指直辖市或地级市通过行
政手段将其所辖的县调整为市辖区。随着 １９９７年撤县设市改革被终止，撤县设区的数量快速上
升，并呈现空间分布广的特征，其范围覆盖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时期看，撤县设区存在阶

段不平衡推进特征，２０００年之前撤并数量较少，２０００年及之后经历了两波撤并高潮：第一个快速
推进阶段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第二个快速推进的阶段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见图１）。

图 １　撤县设区的时间演变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撤县设区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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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常行政区划调整需经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可以凭借掌握的辖区不对称信息优势提出具体的设区申请方案，从而使

行政区划调整也带有地方政府经济、政治等诉求。常见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有：撤县改市、撤县改区、撤市改区、撤区改市以及撤

区改县。



从县到区的变化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是行政管理体制和职能上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具体体

现在行政级别、财政体制、行政管理、发展导向和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这些管理体制和行政职能

的变化意味着市级政府的权力扩大，县域政府变为区政府之后的自主性相对下降，地级市政府可

以进行统一的城市规划与产业布局，减少行政区间的政府机构摩擦。由于与市辖区的行政边界弱

化，更容易发挥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可以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

（王贤彬、谢小平，２０１２；唐为，２０１９ｂ）。撤县设区减少了行政壁垒导致的各种扭曲，有利于人口、城
市集聚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积累，加快促进区域市场整合、区域协调，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弱化地方政治偏袒（卢盛峰、陈思霞，２０１６），削弱区县发展的边界效应（唐为，２０１９ｂ）等都是地区营
商环境改善的表现，这对企业家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然而，既有文献关于撤县设区对营商环境

直接影响的研究却是空白。本文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如何受到撤县设区改革的影响。一

方面，行政边界弱化，县域得以享受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从而带来市场经济活力，集聚经济下的

竞争效应使企业家倾向于增加生产经营活动上的工作时间（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和 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８；Ｆｒａｎｃｉｓ等，
２０１６）；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职能部分上收到市级政府后，弱化原本县级政府与民营企业间的关联，
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盘剥（Ｄｏｎｇ等，２０１６），这种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会减少民营企业家与当
地政府打交道的公关招待等时间配置。总之，本文预期撤县设区改革使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

动增加、公关招待时间减少。

三、识别策略与统计事实

１数据和识别策略
撤县设区改革需要经历“调研→反馈→方案确定→上报省政府、民政部和国务院批准”四个流

程，地区层面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使该政策可以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估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和２０１１年之后是近些年撤县设区改革比较集中的时期（见图 １），为排除撤县设市改革的干扰，以
及与微观企业数据匹配的需要，１９９７年以前和２０１１年之后发生的改革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① 样
本中大部分城市只经历一次撤县设区改革，发生撤县设区的城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分

布，具有良好的空间代表性。

本文所用微观数据来自中国私营（民营）企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ＣＰＥＳ），该调
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私（民）营经济研究会联

合组织，开始于１９９３年，每两年进行一次。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式，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内随机
抽样的私营企业和企业主，覆盖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样本涵盖国家统计局定义的１９
个行业大类。② ＣＰＥＳ调查具体询问了企业主个体特征、行为以及企业相关经营状况。

本文使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 ７次 ＣＰＥＳ调查数据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发生的撤县设区改革数据相匹配。由于 ＣＰＥＳ调查通常在调查年份的１～３月进行，
且问卷设计中调查企业去年经营状况等信息。因此，与撤县设区改革匹配时将 ＣＰＥＳ调查年份提
前一年，比如用 ＣＰＥＳ２００２数据匹配２００１年撤县设区改革信息。本文研究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家

０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８，２０２１

①
②

２０１１年以后撤县设市改革被重现提上议程。
具体数据介绍见 ｈｔｔｐｓ：／／ｃｐｅｓｚｋｅｙｃｃ／ｉｎｄｅｘｊｓｐ。历次 ＣＰＥＳ调查的样本结构和分布都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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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① 样本分为处理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与控制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本文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划分包含三类。第一，基于县区层面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将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县市的企业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地市的区县作为控制组，仅考虑改革
县和非改革地市县区的识别策略。第二，由于撤县设区改革打破了市区与邻近县之间的行政分割，县

市变为市辖区后，地级市政府可以进行统一的城市规划与产业布局，减少行政区间的政府机构摩擦。

市辖区和改革县市均直接受撤县设区改革影响，本部分将处理组定义为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改革城市的改
革县市和市辖区，非改革城市为控制组，在城市层面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三，考虑改革的外溢效应。

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发展受周围市辖区的影响。市辖区获得了撤县

设区改革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地市更好发展，进而产生改革的外溢效应，影响改革地市的非改

革县市。本部分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样本期内未经历撤县设区的城
市视为控制组。具体来看，ＣＰＥＳ样本覆盖的１２８个城市中，５６个曾发生过撤县设区改革，成为本文的
处理组，其他地区作为控制组。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Ｔｉｍ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β０＋β１Ｍｅｒｇｅｒｊ×Ｐｏｓｔｔ＋β２Ｘｉｊｔ＋δｊ＋σｔ＋εｉｊｔ （１）

其中，Ｍｅｒｇｅｒｊ为政策虚拟变量，地区 ｊ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有发生撤县设区的取 １，未发生的取 ０。
Ｐｏｓｔｔ为时期虚拟变量，发生改革当年及以后取１，之前或从未发生的地区取０。Ｘｉｊｔ为一系列企业和
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δｊ为城市虚拟变量，σｔ为年份虚拟变量，εｉｊｔ为误差项。交互项 Ｍｅｒｇｅｒｊ×
Ｐｏｓｔｔ是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 β１反映的是相对于没有发生改革地区的样本，撤县设区地区企业家
时间分配的相对变化。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与稳健，本文采用邻近地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具体而言，ＤＩＤ设定中处理
组仍为那些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地区的企业，对照组则选取与改革城市相邻但未发生改革的城市企

业样本（即地理上接壤）。这样做的好处是地理上相邻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条件较为相似，

可比性更强，使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可观测的特征上更为相似。后文也采用全样本以及其他匹配方

式进行 ＤＩＤ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依据城市经济特征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ＰＳＭ
ＤＩＤ）。本文所有回归的标准误均聚类到地区层面。

Ｔｉｍ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ｊｔ表示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本文重点关注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
时间占比，后文也考察改革对其他非生产性活动时间和企业所面临的摊派等费用影响。我们以企

业主日常经营管理时间占其总活动时间比重衡量企业家的时间配置②，企业摊派费用支出来自

ＣＰＥＳ调查“您企业去年在应付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各种摊派的支出”。③

１０１

①

②

③

双重差分估计的优势是可以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前可能存在的差异，从而剔除二者在时间上的共同趋

势。该方法允许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选择非随机，只要两类地区在政策干预前的趋势相一致，便可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

ＣＰＥＳ关于企业家时间配置的问题包括：（１）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时间；（２）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公关和招待时间；（３）学
习、休息时间。本文将用途（１）定义为经营管理的生产性活动时间，影响企业生产；用途（２）定义为公关招待，既包括影响生产性
活动的外出联系生意和开会的部分，也包括影响非生产性活动的公关、招待部分；用途（３）定义为休息学习。大多数企业家每天的
时间主要配置在这３部分，虽然每天有２４小时，但可由个体支配的时间则因人而异，比如有些人体力恢复得慢，每天需要用于恢
复体力（吃饭、睡觉等）的刚性时间支出就更多。为了让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具有可比性，控制企业家可支配总时间变量。

ＣＰＥＳ调查询问了企业去年的支出明细，主要包括三类：（１）企业正常运行的经营、管理费用，例如，净利润中用于出资人
分红、税收、正常规费、员工工资、福利支出等；（２）公关、招待费用；（３）应付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的摊派费用。近年不少关于对企业
“摊派”的相关新闻报道，有的是政府机构摊派任务，有的是官员摊派费用。官员和政府机构等热衷于摊派的原因有：第一，上级部

门摊派的指标，下级干部和基层单位要按期完成，否则，下级干部或基层单位在以后的评优和评价等方面会处于被动；第二，方式

简单，一些不好化解的问题和任务分派到基层单位，被摊派单位只能积极充当先锋角色。



２样本选择和数据描述
关于样本选择和数据代表性问题，我们做如下处理和说明。首先，ＣＰＥＳ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不

同年份的问卷有轻微的调整，企业家时间分配信息仅出现在 ＣＰＥＳ２００２—２０１０，企业各项支出费用的
问题则在 ＣＰＥＳ１９９７—２０１０调查中均有涉及。两类关键数据有少量的缺失，ｔ均值检验显示这种缺失
是比较随机的，与企业特征并无显著关系，说明调查具有可靠性和样本良好的代表性。其次，本文基

于城市 －企业匹配展开研究，为避免企业数量过少带来的极端值干扰，本文将历次调查中企业数量少
于８个的城市样本剔除。ＣＰＥＳ调查属于重复截面数据，并非面板追踪调查，但企业样本在不同年
份 －城市 －行业层面上的分布较稳定，数据依然可靠。① 企业层面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经营管理

时间占比
８８２８

０３４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１４４

０３４７

（０１２５）
２６８４

０３３５

（０１２１）

公关招待

时间占比
８８２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１４４

０１７５

（００９９）
２６８４

０１７９

（００９８）

ｌｎ（１＋公关

招待费用）
８６６９

１６７９

（１２４７）
００００ ７００４ ６４４５

１６７５

（１２５９）
２２２４

１６９０

（１２１３）

ｌｎ（１＋摊派

费用）
６８２１

０８２３

（１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６２１７ ５１００

０７９２

（１０６４）
１７２１

０９１５

（１１１７）

Ｐｏｓｔ×撤县设区 ８８２８
０５２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ｌｎ（企业

全年雇佣人数）
８８２８

４０４３

（１５０３）
００００ ９７９８ ６１４４

３９６５

（１４９５）
２６８４

４２３９

（１５０６）

企业主性别 ８８２８
０１４１

（０３４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１４４

０１４３

（０３５０）
２６８４

０１３４

（０３４１）

企业主年龄 ８８２８
４５０００

（８３８３）
１５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６１４４

４５１７０

（８４２１）
２６８４

４４５７０

（８２７２）

　　注：根据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 ＣＰＥＳ数据统计。此处控制组样本根据地理匹配样本得到，故控制组样本较少；全样本下，控制组和处

理组的企业样本量大致相当。

四、实证分析

１基准回归
撤县设区影响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首先，表２第（１）列给出改革县（或县

级市）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城市的其他区县作为控制组，同时控制区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

２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８，２０２１

① 为避免企业生存偏误的干扰，后文中我们仅保留成立时间早于 ２０００年的企业样本展开考察，结论仍然稳健。为排除企
业进入、退出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我们讨论城市层面的撤县设区改革政策和城市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关系，基于城市层面的企业家

时间配置的分析可以剥离企业进入、退出偏误的影响，结论仍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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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企业家总的可支配时间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营管

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加 ２５个百分点，占样本经营管理企业平均花费时间的 ７２７％左右
（００２５／０３４４）。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企业家每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增加 ３１２８
分钟（００２５×２０８５小时 ×６０分钟／小时，样本中企业家平均每天花在经营管理、公关招待和休息
学习三项活动上的总时间为２０８５小时）。

其次，撤县设区直接影响改革县市和市辖区。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打破了市区与改革县

之间的行政分割，减少了行政壁垒造成的边界扭曲和资源误配，扩大已有市辖区的规模，可以产生

更高程度的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形成更高水平的集聚效应（唐为、王媛，２０１５）；大城市的集聚效
应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使得高技能人群和企业家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和 Ｓｔｒａｎｇｅ，
２００８；Ｆｒａｎｃｉｓ等，２０１６）。此外，改革县合并到市辖区后，原县辖区内的企业家也可以享受到更多的
同伴效应（ＰｅｅｒＥｆｆｅｃｔ），与此同时，市辖区企业也享受到撤县设区带来的市辖区扩大的集聚效应的
影响。因此，表２第（２）和（４）列以改革市辖区和改革县市的企业作为处理组，以非改革城市企业
作为对照组。第（２）列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
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加 ４３个百分点，占样本经营管理企业平均花费时间的 １２５％左右
（００４３／０３４４）。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企业家每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增加５３７９分
钟。第（４）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主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时间的水平值对数，结果显示撤县
设区使得企业主经营管理时间增加９７％（大约是１小时／天，同第（２）列结果类似）。

最后，考虑撤县设区改革的外溢效应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区划作为一种空间治理的基础手

段，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赵建吉等，２０２０）。市辖区获得了撤县设区改革所产生的正向影
响，有利于地市更好发展，进而产生改革的外溢效应。表２第（３）和（５）列基于城市层面进行分析，
将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样本期内未经历撤县设区的城市视为控制组。第（３）列回归
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

加３９个百分点，占样本经营管理企业平均花费时间的１０％左右。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企
业家每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增加４８７９分钟。第（５）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主在经营管
理活动上花费时间的水平值对数，结果显示撤县设区使得企业主经营管理时间增加８６％。

表２第（６）～（７）列更改双重差分识别中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设定。第（６）列将改革城市的非
改革县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城市区县作为控制组，考察外溢效应，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家经营管理

时间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这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对本地市内未改革区县企业家的管理活动时间

增加有正向的溢出效应。第（７）列进一步将改革城市非改革县作为控制组，改革地市的改革县和
市辖区作为处理组，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改革县区和本地市内未改革县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结果

表明，同一个城市内部，撤县设区改革促使改革县区比非改革县的企业家花费更多时间到经营管

理活动上，这说明正向的外溢效应小于直接的改革效应。

本文做了其他稳健性检验。（１）考虑到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政府推出的“四万亿
元”计划可能对本文结果带来的冲击，回归仅使用 ２００８年之前样本展开考察。（２）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选取城市层面人均 ＧＤＰ等经济指标作为标准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选取出控制组样本进行
ＰＳＭＤＩＤ估计。（３）使用原始全样本展开考察。（４）进一步控制反映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的 ＧＤＰ和
人口规模的变量。（５）控制其他行政区划变革的政策，包括多种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省直管县（Ｌｉ
等，２０１６）、撤县设市（唐为，２０１９ａ；刘晨晖、陈长石，２０１９），还有一些地市设立新区，个别地市更改名
称、建立新城等。（６）参考 Ｌｉ等（２０１６）和 Ｈｅｂｌｉｃｈ等（２０１８）等文献，在公式（１）中同时控制处理组的时

３０１



间趋势变量。（７）将２００２年之后成立的企业样本删除，仅使用老企业进行考察。（８）考虑到直辖市有着
更高的行政地位和更多的资源配置，将直辖市样本删除。以上稳健性讨论中，基准结果仍然不变。①

综上，基准回归说明，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辖区内民营企业家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的时

间，且改革具有正的外溢效应。正是由于市辖区受撤县设区改革直接影响和改革外溢效应的存

在，后文所有的分析均同时汇报考虑地市层面的回归（包含外溢效应）和剔除地市非改革县市样本

（改革地市的改革县市 ＋市辖区和非改革地市）的回归分析结果。②

　　表 ２ 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ｌｎ（经营管理时间）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模型分类 基准回归 稳健性回归 外溢效应

处理组 改革县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非改革县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市

控制组
非改革城

市区县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城

市区县

改革城市

非改革县

模型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Ｐｏｓｔ×

撤县设区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Ｐｏｓｔ×

非政策县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

总工作

时间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性别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受教育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龄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８７１２ ８０１４ ８８２８ ８０７１ ８８８４ ３６５０ ４８３６

Ｒ２ ０２２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４ ０３７１ ０３５８ ０２４５ ０１７２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下同。年份虚拟变量是

指调查年份，企业年龄虚拟变量是指企业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年份，受教育虚拟变量是指企业家的受教育类型。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

有回归均是基于地理相邻样本匹配后再进行双重差分估计；改革市辖区是指改革地市的市辖区。第（６）列将处理组定义为改革城市

非改革区县结论类似；第（７）列将处理组定义为改革县、控制组定义为改革城市非改革区县结论类似。如无特殊说明，下同。

４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８，２０２１

①
②

篇幅所限，未展示基准结果，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本文是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分析，仅将改革县作为处理组，部分县市在各调查年份包含的企业数量可能并不多，会在一

定程度上使样本小所导致的部分结果（例如异质性分析、异常值）的偏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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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时间来自哪儿
基准考察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后企业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显著增加，这里进一步分析

时间来自哪儿，研究企业家各项活动所花时间如何受改革影响。首先看企业家用于生产经营、

公关招待和学习休息的总支配时间是否有显著变化，表 ３中第（１）列显示，撤县设区后企业家总
的支配时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这说明撤县设区只是改变了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上的时间分

配，并未增加他们的总工作时间。第（２）～（３）列分别以改革城市样本和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
为处理组，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使企业家公关招待时间下降 ２８个和 ３２个百分点。从水
平值看，第（４）列公关招待时间下降 １１４％。第（５）～（６）的考察显示，企业家用于休息学习的

时间并未随改革发生显著变化。上述分析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后，企业家的公关、招待时间明显

减少，将更多时间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初步证实了撤县设区改革对民营企业家生产性和非生产

性活动时间配置的影响。

　　表 ３ 时间配置

被解释变量
总工作

时间

公关招

待占比

ｌｎ（公关招

待时间）

休息学

习占比

ｌｎ（休息学

习时间）

处理组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
改革城市

控制组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模型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Ｐｏｓｔ×

撤县设区

０８３５

（０６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８８８４ ８８２８ ８１４２ ８８８４ ８８２８ ８１４２ ８８８４

Ｒ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３ ０３０２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８ ０６５２

五、机制分析

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地方竞争压力使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周黎安，

２００７），不同行政区之间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撤县设区改革使原本的县成为市辖
区一部分，可以显著地削弱区域发展的边界效应，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和资源优化配置（唐为，

２０１９ｂ），减少了行政壁垒导致的各种扭曲。随着边界效应的弱化，辖区内企业在整个区域内从事
经营活动受到的管制也会减弱。也就是说，撤县设区改革不仅削弱边界地区的分割效应，而且可

以改善整个辖区范围内的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企业家将过去从事公关招待的时间配置到经营管理

上，减少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摊派。前面研究发现，企业家增加的经营管理时间主要来自公关

５０１



招待的减少，而既有文献认为公关招待是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重要方式（Ｃａｉ等，２０１１；Ｄｏｎｇ等，２０１６；
钟粤俊等，２０１９）。地区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都有显著的影响（夏后学等，２０１９），遗憾的
是，现有文献还没有讨论撤县设区对营商环境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度量各地区营商环境的

多年份指标。① 这里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验证撤县设区改革对辖区营商环境改善的作用。

１微观企业视角下的营商环境变化
实际上，作为多年份的跨地区调查，ＣＰＥＳ调查还涉及两个重要指标———“企业去年面临政府

和社会组织的摊派费用”和“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既有文献多用吃喝费用、摊派和公关招待费

度量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反映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和寻租活动（Ｃａｉ等，２０１１；Ｄｏｎｇ等，２０１６；钟粤
俊等，２０１９）。首先，本文从微观视角以企业支出的摊派费用和公关招待费用来反映企业面临的营
商环境变化。② 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企业的非生产性摊派费用支出越少，企业主也将更多的时间

用于经营管理，同时减少公关招待的时间。除了营商环境的改善，撤县设区还可以带来辖区企业

数量增加（邵朝对等，２０１８），也可能带来政府对每家企业的平均摊派和逼租减少，故企业更多增加
生产。由于摊派费用在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的调查均有涉及，我们得以将撤县设区改革的处理组和控制
组样本区分来看。

表４揭示出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各类税费支出的影响。第（１）～（２）列表明，撤县设区改革显
著降低了辖区内企业的摊派费用支出。从经济显著性看，改革使辖区内企业的摊派费用减少

３６４％和３８３％。第（３）～（４）列考察显示，撤县设区改革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公关招待费，这意
味着企业寻租行为的减少（类似用公关招待费用度量企业寻租行为的文献包括：Ｄｏｎｇ等，２０１６；钟
粤俊等，２０１９）。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得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下降２７７％和３６１％。理
论上，撤县设区属于行政区划改革，不应造成正规的企业税费变化。第（５）～（６）列显示，企业全年
缴纳的各种规费和税费均未受到改革的显著影响。以上考察说明，撤县设区不会影响企业缴纳的

正常税费，但会降低企业的公关招待费和摊派费用，这意味着作为制度软环境的营商环境在撤县

设区改革后得到改善（董志强等，２０１２）。

　　表 ４ 撤县设区对企业各类税费支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ｌｎ（摊派费） ｌｎ（公关招待费） ｌｎ（正常规费） ｌｎ（缴税费）

处理组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控制组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模型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６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８，２０２１

①

②

董志强等（２０１２）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０８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的３０个城市数据；夏后学等（２０１９）、于文超和梁平汉
（２０１９）研究营商环境的影响均是基于世界银行２０１２年针对中国营商环境开展的“Ｃｈｉｎａ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的 ２５个城市数据。世
界银行的数据仅覆盖少数城市且只有两个年份，难以形成多城市面板数据。

企业的公关招待等行为，并不局限于针对政府官员，还包括企业对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考虑到企业间商业交易更符合

市场交易准则，因此民营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公关活动应主要针对那些控制着巨大资源或具有巨大市场势力的企业（比如其生产要

素上游企业）。由于外部监管和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内部监控体系不完善，控制着巨大资源、有巨大市场势力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也

可以设“租”（例如企业间的商业贿赂、收买、回扣等），从而引发民营企业向它们寻租。若将掌控巨大资源、有巨大市场势力企业

的实际控制者视为“官员”，则官员设租的理论分析可移植到对企业间的寻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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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被解释变量 ｌｎ（摊派费） ｌｎ（公关招待费） ｌｎ（正常规费） ｌｎ（缴税费）

Ｐｏｓｔ×

撤县设区

－０３６４

（０１４６）

－０３８３

（０１４４）

－０２７７

（０１５４）

－０３６１

（０１７７）

－０１３３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０

（０１６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６８１６ ６３２８ ８６６７ ８０２３ ７５９４ １０４９９

Ｒ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７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６ ０３３９ ０６２１

２行业层面下的营商环境变化

不同行业的企业受政府管制的程度不同（汪伟、史晋川，２００５；罗党论、刘晓龙，２００９；罗党论

等，２０１６），受政府管制更多、更深的行业受到行政壁垒和营商环境的影响更大。因此，撤县设区应

该对管制类行业的民营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更大。参考夏立军和陈信元（２００７）、Ｄｏｎｇ等（２０１６）和

钟粤俊等（２０１９）的做法，将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定义
为管制型行业（或特殊行业），具体包括：采矿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业、住宿

餐饮业、房地产、公共设施等８个行业。表５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不同管制程度企业的影响。回归

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管制型行业中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时间，这些企业的摊派

费用支出也随着改革显著下降；对于非管制型行业的民营企业，撤县设区对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时

间和企业的摊派费用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 ５ 行业视角下的营商环境变化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ｌｎ（摊派费）

模型范围 管制型行业 非管制型行业 管制型行业 非管制型行业

模型编号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ｓｔ×

撤县设区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９）

－０３４９

（０１３１）

－０３１１

（０３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６５１６ ２３１０ ５０２４ １７７６

Ｒ２ ０１５９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６ ０２７３

３排除竞争性假说
撤县设区可能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领导行政级别的提升，改变官员晋升的激励动向，从而影

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企业面临的寻租和逼租；二是地区财政税收体系的变化，如果改革地区得到

上级更多的财政补助，也可能减少当地对企业的摊派寻租活动。本部分排除这些竞争性假说对前

文结论的影响。首先，剔除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采用的方式是控制住可能影响官员晋升的各类

因素，以及在改革时是否发生官员变更。既有文献发现影响官员晋升的主要因素包括官员年龄、

任职时长、是否刚来任职、官员平均任期的时长等。将市委书记数据与本文样本进行匹配，表 ６第

（１）～（２）列控制住这些因素以及改革时是否发生官员更替，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对企业家增

加经营管理时间的影响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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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剔除撤县设区带来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的影响。根据《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得

到各地的收入合计、本年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和２００７年以前的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数据，表
中第（３）～（６）列对这些地方财政变量予以控制，结果发现撤县设区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依然
稳健。

　　表 ６ 剔除官员晋升激励和地方财税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模型范围 地理配对 全样本 地理配对 全样本 地理配对 全样本

模型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ｓｔ×

撤县设区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书记任职时长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书记任期时长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是否官员更替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官员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本年收

入合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ｌｎ（专项转移

支付收入）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ｌｎ（企业所

得税收入）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７５５４ １０９８０ ８６１９ １２８７１ ６２０８ ９１４４

Ｒ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８７ ０１２９ ０１６９

六、进一步讨论

１动态效应与平行趋势检验
虽然撤县设区改革外生于企业家本身的决策，但是双重差分设定依赖处理组和控制组事前的

平行趋势，如果改革区域与对照组事前的平行趋势不存在，那么 ＤＩＤ估计结果将是有偏的。本部
分考察撤县设区改革事前的平行趋势以及事后的动态效应，构造如下的动态 ＤＩＤ模型进行事件史
考察（Ｅｖ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Ｔｉｍ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ｊｔ ＝β０＋∑
Ｔ

ｓ＝１
βｓＭｅｒｇｅｒｊ×Ｐｏｓｔｔ（ｓ）＋β２Ｘｉｊｔ＋δｊ＋σｔ＋εｉｊ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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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Ｐｏｓｔｔ（ｓ）为改革时点虚拟变量，改革后的第 ｓ年赋值为１，其余赋值为０。这里将改革前６

年以上的时期归并为改革前第６年，将改革后６年及以上的时期归并为改革后第６年。此外，由于

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每两年进行一次，为使改革时期同民营企业调查年份对应，本文将 Ｐｒｅ（３）定义

为改革发生前的第５～６年，将 Ｐｒｅ（２）定义为改革前的第３～４年，将 Ｐｒｅ（１）定义为改革前的第１～

２年，将 Ｐｏｓｔ（１）定义为改革之后的第１年（当年）和第２年，将Ｐｏｓｔ（２）定义为改革后的第３～４年，将

Ｐｏｓｔ（３）定义为改革之后的第５～６年，将其中 Ｐｒｅ（１）作为基准对照组。① 其余控制变量同式（１）。

表７给出动态 ＤＩＤ回归的结果，第（１）～（２）列和第（３）～（４）列考察企业主的时间分配。可

以发现，在撤县设区改革后第１期，企业主即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经营管理活动，同时减少了公关招

待时间，这种效应在改革后的第２期和第 ３期并未消失，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存在持续的影响。第
（５）～（６）列考察显示，改革后第１期企业面临的摊派费用即出现显著的下降，并表现出持续的影

响。根据政策前的动态效应，可以发现改革前企业的时间分配、摊派费用与基准年份相比均没有

显著的变化，说明政策干预前满足平行趋势要求，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可靠。

　　表 ７ 动态效应与平行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公关招待时间占比 ｌｎ（摊派费）

处理组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改革县市

控制组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模型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ｅ（３）×

撤县设区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８）

Ｐｒｅ（２）×

撤县设区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９

（０１５３）

－００８８

（０１６２）

Ｐｏｓｔ（１）×

撤县设区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１）

－０３２９

（０１５４）

－０３７３

（０１５１）

Ｐｏｓｔ（２）×

撤县设区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４３３

（０１７７）

－０４１５

（０１７１）

Ｐｏｓｔ（３）×

撤县设区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５）

－０２５５

（０１６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６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８８２８ ８０１４ ８８２８ ８０１４ ９６３４ ９２９４

Ｒ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３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４

２异质性讨论：集聚效应

这里进一步考察撤县设区改革的异质性影响，探讨背后的集聚效应影响，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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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２年合并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发生前的 １、３、５年和政策发生后的 １、３、５年的样本比较少，这样能让各时期样本数
均匀。



首先，考察不同城市规模下改革的差异影响。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撤县设区带来的规模集

聚效应存在差异，有效的撤县设区能充分发挥规模集聚效应，无效的撤县设区带来的规模集聚效

应的作用不明显。大城市的撤县设区产生的聚集效应更大，本文将省会和计划单列市视为核心大

城市，其他为非核心城市。表８第（１）～（４）列基于城市类型分类，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
加了核心大城市中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并减少了企业的摊派费用；对于非核心城市的企业，撤县

设区对企业主的生产经营时间和企业的摊派费用均无显著影响。

其次，前文考察发现撤县设区促进企业家时间的优化配置，是否所有的改革都有明显作用呢？

理论上距离市辖区越近的县改区更能发挥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也会更大，

这里考察距离在撤县设区改革中的作用，将改革县到市辖区的距离纳入回归考察，结果如表 ８第
（５）～（６）列所示。城市以及区县层面的考察均显示，距离市辖区距离越近的县改区对企业家的生
产经营活动时间影响越大，改革的边际效应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变小（三重交叉项系数显著为

负）。根据回归系数，如果改革县距离市中心超过 ２１公里 ｅｘｐ００８６( )( )００２８ ，改革带来的边际效应下

降为０。这与撤县设区通过区域一体化集聚促进增长的研究相一致（Ｔａｎｇ和 Ｈｅｗｉｎｇｓ，２０１７），只有
距离市辖区较近的撤县设区改革才能发挥出区域一体化的集聚效应。

　　表 ８ 是否为核心大城市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

时间占比
ｌｎ（摊派费）

经营管理

时间占比
ｌｎ（摊派费）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模型范围 核心大城市 非核心大城市 城市层面 县区层面

模型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ｓｔ×

撤县设区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８）

－０７６７

（０１７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２３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２）

Ｐｏｓｔ×撤县

设区 ×ｌｎ（到

市辖区距离）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３７８９ ２９７７ ５０４６ ３８４５ ８８４１ ４７１２

Ｒ２ ０１８１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８ ０２２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２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撤县设区成为地区消除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的重

要手段。行政区划调整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权、事权等行政管理职能的变更，本研究关注行政区划

调整下，企业家行为尤其是时间配置行为的变化。本文发现，撤县设区改革使民营企业家将更多

的时间配置到经营管理等生产性活动上，减少了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配置。这意味

着企业家才能配置效率的改进。进一步地，从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等维度的机制分析发现，撤县

设区改革有助于改善地区营商环境，减少企业的公关招待和摊派费用支出。异质性考察发现，省

会、计划单列市等规模较大的城市中撤县设区改革带来的正向效应越显著，而规模越大的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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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受到的影响更大。对距离的考察显示，距市中心 ２１公里以内的县（县级市）改区才能带来
显著的效应。

本研究有着明显的政策含义。在发挥城市群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要求下，合理的调整城市

行政规划，有助于打破行政分割带来的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区域一体化并改善地区营商环境。以

撤县设区为例，合理的区划调整可以促使民营企业家将其企业家才能更多地配置到经营管理等生

产性活动上，减少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安排，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和摊派费用也随之

下降，这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此外，只有规模较大的核心城市，以及距离市辖区较近的

县或县级市推行撤县设区，才能带来辖区内企业家行为的显著变化，这意味着一拥而上的撤县设区并

不可取，具体情况具体讨论的综合考量至关重要。合理的区划调整带来的营商环境改善，不仅有助于

完善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也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更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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